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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时期生态保护诏令考述

赵延旭

摘 要:北朝时期颁布了一系列的生态保护诏令,主要涵盖了林木资源保护与动物资源

保护两个方面。禁伐树木、森林防火、节约用材以及鼓励植树等诏令的颁发,客观上保

护了这一时期的林木资源。与此同时,禁止猎杀、捕贡和畜养动物等诏令,一定程度上

也起到了保护动物资源的作用。北朝时期的生态保护诏令虽具有不稳定性,颁行的主观

目的亦在于维护政治安定,而且属于以义务为本位的律法,但其无疑为当时生态保护立

法的主要形式,对于北朝时期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具有重要意义,对后世生态保护律

法的颁行亦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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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生态环境便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生态环境的破坏与保护,一定程度上

影响到此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生态保护诏令作为国家政令的主要内容,对

于生态环境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体现政权对于生态环境的管理水平,同时也是此时生态状

况的集中反映。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 “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

一曰 (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 (西)魏、周。所谓 (北)魏、(北)齐之源者,凡

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

其子孙摩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集结者是也。”[1]北朝时期各项制度多承自汉魏,转而为隋唐所

沿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生态保护诏令亦不例外,因此,梳理北朝时期的生态保护诏

令,有助于深化此时生态环境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同时理清汉唐时期生态保护的历史脉络。

长期以来,前辈学者关于生态史的研究成果颇丰,如夏明方等著 《生态史研究》、尹伟伦等

著 《中国林业与生态史研究》、赵杏根所著 《中国古代生态思想史》等均对中国古代的生态环境

进行了宏观的阐述,王子今所著 《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张显运所著 《十至十三世纪生态环

境变迁与宋代畜牧业发展响应》则对秦汉及宋代的生态环境予以分析和研究,然而,针对北朝这

一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研究成果寥寥,笔者在此仅以北朝时期的生态保护诏令为对象,对其涵盖

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这一时期生态环境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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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护林木资源的诏令

森林植被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林木亦为农业社会主要的经济来源,故而历代政权多

有保护林木、植树造林之举,如汉文帝 “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2]124,汉景帝亦 “令郡国务劝

农桑,益种树”[2]152。拓跋鲜卑为草原部族,其生存与延续本就与森林草木有着密切的关系,加

之孝文帝时期推行汉化改革,效仿圣贤君主,因而此后颁布了诸多保护林木资源的诏令。北朝时

期,保护林木资源的诏令主要涵盖了禁伐林木、森林防火、节约用材以及鼓励植树等方面。

北朝时期严禁砍伐帝陵附近地区的林木。《魏书·孝文帝纪 (下)》有载:“又诏汉、魏、晋

诸帝陵,各禁方百步不得樵苏践踏。”[3]179孝明帝时,由于 “古帝诸陵,多见践籍”[3]224,又 “明敕

所在,诸有帝王坟陵,四面各五十步勿听耕稼”[3]224,以此保护陵园地区的林木,此举为后世王

朝继承和借鉴。《唐律疏议·贼盗》载:“诸盗园陵内草木者,徒二年半。”[4]302与此同时,军事行

动亦不得随意破坏树木。《魏书·道武帝纪》载:“军之所行,不得伤民桑枣。”[3]28 《周书·武帝

纪下》亦载:“(建德四年,575年)八月癸卯,入于齐境。禁伐树践苗稼,犯者以军法从事。”[5]93

违反者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对于 “军事须伐民树者,必留绢以酬其直”[3]186,即便战争之中必须

采伐树木时,也需采取一定的补偿措施,足见北朝时期对于林木保护的重视。

《管子·立政》曰:“山泽不救于火,草木不植成,国之贫也。……山泽救于火,草木植成,国

之富也。”火是森林植被存在的巨大威胁,因此,“修火宪,敬山泽”,历代政权都将森林禁火视为

国策。《周礼·夏官司马》载: “凡国失火。野焚莱。则有刑罚焉。”长期以来被学者们公认为是

“我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最早的火灾刑罚条文”[6]。1975年云梦睡虎地出土 《秦律·田律》载:

“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可见秦朝对于山野行火也是严格限

制。及至北朝时期,亦极为重视森林防火问题。《北齐书·文宣帝纪》载:“(天保九年,558年)己

丑,诏限仲冬一月燎野,不得他时行火,损昆虫草木。”[7]64将行火燎野的时间严格限制在冬季一月,

从而有效降低了山林火灾爆发的机率,客观上也起到了保护林木资源的效果。

《淮南子·说山训》曰:“上求材,臣残木。”规模宏大的土木建筑也是材木损耗的重要原因,

故而北朝帝王多有罢停建设以节省用材之诏。《魏书·孝文帝纪 (下)》载:“(太和十一年,487

年)冬十月辛未,诏罢起部无益之作。”[3]162此后,宣武帝 “以戎旅大兴,诏罢诸作”[3]201,孝明帝

时亦诏 “土木作役,权皆休罢”[3]224。至北周武帝,又诏曰: “方当易兹弊俗,率归节俭。其东

山、南园及三台可并毁撤。瓦木诸物,凡入用者,尽赐下民。……其露寝、会义、崇信、含仁、

云和、思齐诸殿等,农隙之时,悉可毁彻。缮造之宜,务从卑朴。”[5]103此外,这一时期对于各级

官吏的工程兴造也进行了限制,“以牧守妄立碑颂,辄兴寺塔;第宅丰侈,店肆商贩;诏中尉端

衡,肃厉威风,以见事纠劾”[3]233。北朝时期对于皇室及官僚大兴土木行为的罢停与管制,“在一

定意义上也意味着对用材的限制,有保护林木的效果”[8]。

除上文所述对于原有林木资源的保护外,北朝时期还颁布了一系列鼓励栽植各类树木的诏令。

首先为经济林的栽植。早于延兴二年 (472年),孝文帝就曾下诏 “诸州郡课民益种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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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3]137,要求各州郡长官督课所辖百姓栽植蔬菜、果木。此后,孝文帝又于太和九年 (485年)

“下诏均给天下之田”[3]2853,其中对于栽植树木的桑田也做了具体的规定:“诸初受田者,男夫一

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

枣。奴各依良。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于桑榆地分杂莳余果及多种桑榆者不禁。

……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恒从见口。”[3]2854均田令中明确要求在桑田之内必须栽植桑树、

枣树、榆树三类经济林木,这主要是由于桑叶可以饲蚕,枣实能够佐食,榆树可供材用,对于维

持百姓正常生活的意义重大。同时,均田令对经济林木的栽植数量也进行了限定:对于限期内不

能完成植树任务的百姓,国家将收回已授予的土地;而对于能够完成植树任务的百姓,桑田便可

成为百姓 “身终不还”、世代经营的世业田。自此之后,均田令为北朝历代所承继,《隋书·食货

志》载齐河清三年 (565年)诏曰: “每丁给永业二十亩,为桑田。其中种桑五十根,榆三根,

枣五根。不在还受之限。”[9]均田制的颁行使栽植经济林木成为百姓的法定义务,从而调动了农民

经营林木的积极性。

除此之外,北朝时期还多次诏命州郡牧守劝课农桑。正如 《魏书·太武帝纪 (下)》所载:

“牧守之徒,各厉精为治,劝课农桑,不听妄有征发。”[3]96 《魏书·孝文帝纪 (上)》载:“今牧

民者,与朕共治天下也。宜简以徭役,先之劝奖,相其水陆,务尽地利,使农夫外布,桑妇内

勤。若轻有征发,致夺民时,以侵擅论。民有不从长教,惰于农桑者,加以罪刑。”[3]143对于惰于

农桑的百姓,严令加以惩处。《北齐书·文宣帝纪》亦载: “诸牧民之官,仰专意农桑,勤心劝

课,广收天地之利,以备水旱之灾。”[7]53其中,劝勉百姓积极种植树木便是劝课农桑最为重要的

内容,所以说,此时劝课农桑客观上也推动了经济林木的栽植,对于扩大农耕区域的人工经济林

培育具有重要作用。

其次为行道树的栽植。《国语·周语》载:“周制有之曰: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我

国栽植行道树的传统可追溯至周朝。此后,路旁栽植林木的传统为历代王朝所承袭。《汉书·贾

山传》载:“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

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2]1102可见其时行道树的栽植范围广泛、规模宏

大。又 《晋书·苻坚载记 (上)》所载:“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王

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

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百姓歌之曰:‘长安大街,夹树杨槐。

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10]由此可见,松、槐、柳等行道树的栽植成为

盛世王朝的重要标志,故而历代王朝多有鼓励栽植行道树之诏。

北朝时期,对于行道树的栽植亦极为重视。《周书·韦孝宽传》载:“先是,路侧一里置一土

候,经雨颓毁,每须修之。自孝宽临州,乃勒部内当候处植槐树代之。既免修复,行旅又得庇

荫。周文见后,怪问,知之,曰:岂得一州独尔,当令天下同之。于是令诸州夹道一里种一树,

十里种三树,百里种五树焉。”[5]538北朝时期通过颁发诏令,提倡各地种植行道树,并对栽植密度

进行规定,自此栽植行道树的风气盛行一时,史载洛阳城内 “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

绿树垂庭”[11]161,永宁寺外 “树以青槐,亘以绿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路断飞尘,不由奔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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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润;清风送凉,岂籍合欢之发”[11]4。行道树的栽植无疑起到了保路护路、美化环境的效用。

再次为墓树与庆功树的栽植。据 《白虎通·崩薨》转引春秋 《含文嘉》载:“天子坟高三仞,

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可

见坟墓附近地区栽植林木的习俗由来已久,并且已经形成了依据身份贵贱和地位高低确定栽植树

种的制度,北朝时期则继续沿袭了栽植墓树的习俗。《魏书·孝文帝纪 (下)》载:“又诏兖州为

孔子起园柏,修饰坟垅,更建碑铭,褒扬圣德。”[3]177孝文帝就曾下诏于孔子墓园之中栽植柏树,

修饰坟茔,以示尊贤之意。与此同时,北朝时期亦提倡庆功树的栽植。史载沙苑之战后,周文帝

“乃于战所,准当时兵士,人种树一株,以旌武功”[5]24。伴随墓树与庆功树栽植诏令的颁发,北

朝时期的植树之风逐渐形成,如甄琛 “于茔兆之内,手种松柏,隆冬之月,负掘水土。乡老哀

之,咸助加力。十余年中,坟成木茂”[3]607,樊逊 “性至孝,丧父,负土成坟,植柏方数十亩,

朝夕号慕”[7]1524。此时的墓志铭中亦多有 “丘陇寂漠,松槚成行”[12]263 “楸梧春绿,松栝冬

青”[12]444之语,墓树与庆功树栽植之风盛行,对于改善生态环境的意义亦不容忽视。

二、保护动物资源的诏令

动物资源是生态环境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而射猎则是拓跋鲜卑早期重要的社会活动,正如

《魏书·序纪》所载之拓跋先民:“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3]1频繁的射

猎活动极大破坏了此时的动物资源,因此,随着孝文帝汉化改革的逐渐深入,拓跋君主骁勇喜武

的风气渐息,孝文帝后保护动物资源的诏令屡见不鲜。这一时期,对于动物资源的保护主要通过

禁止猎杀、捕贡及畜养动物等诏令的颁发得以实现。

(一)禁止猎杀动物

北朝建立伊始,受原始渔猎生活习俗的影响,诸帝射猎活动极为频繁。 《魏书·道武帝纪》

载:“纵士校猎,东北逾罽岭,出参合、代谷。”[3]41明元帝 “校猎于骨罗山,获兽十万”[3]53。太武

帝 “西巡狩,田于河西,至祚山而还”[3]75。足见其时帝王的校猎范围之广,活动之频繁,杀伐之

众,对于野生动物资源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至文成帝时,由于 “从官杀获过度,既殚禽兽,乖不

合围之义”[3]121,故而诏令 “从官及典围将校,自今已后,不听滥杀。其畋获皮肉,别自颁

赉”[3]121。自此以后,北朝帝王的射猎活动逐渐减少,孝文帝 “至年十五,便不复杀生,射猎之

事悉止”[3]187。帝王射猎活动的减少甚至停罢,有效遏制了这一时期对于野生动物的捕杀。

除此之外,北朝时期日常生活中对于禽畜等动物也采取了保护措施。《魏书·孝文帝纪

(上)》载:“(延兴五年,475年)六月庚午,禁杀牛马。”[3]141宣武帝 “诏禁屠杀含孕,以为永

制”[3]209,孝明帝又 “重申杀牛之禁”[3]224,齐文宣帝 “诏诸取虾蟹蚬蛤之类,悉令停断”[7]63,武

成帝 “诏断屠杀以顺春令”[7]90,周武帝时亦 “禁屠宰”[5]66。北朝时期减少游猎活动以及禁止屠杀

禽畜等诏令的颁发,客观上均起到了保护动物资源的效果。

(二)禁止捕贡动物

《尚书·禹贡》载:“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其中,梁州 “厥贡璆、铁、银、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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砮、磬、熊、罴、狐、狸”。可见早在夏朝之时,野生动物便成为地方向中央贡献的方物之一。

此后,历代政权统治期间,地方均需向朝廷定期贡献其特产的野生动物。北朝时期,各地州郡及

邻国的贡献之物中亦不乏珍贵的野生动物。《魏书·文成帝纪》载:“库莫奚国献名马,有一角,

状如麟”[3]113,“居常王献驯象三”[3]119,“破洛那国献汗血马”[3]123。《魏书·孝文帝纪》载:“(延

兴五年,475年)五月丁酉,契丹、库莫奚国各遣使献名马。”[3]141频繁捕贡对于野生动物资源造

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因此,孝文帝于太和二年 (478年)八月 “诏罢诸州禽兽之贡”[3]146,停止

各州向中央贡献野生动物。太和六年 (482年)三月行幸华林园虎圈时又诏: “虎狼猛暴,食肉

残生,取捕之日,每多伤害,既无所益,损费良多,从今勿复捕贡。”[3]151北魏时期诏令禁止地方

向朝廷进献各类珍禽异兽,从而间接地减少了各地对于野生动物的捕杀,对于此时动物资源的保

护具有重要意义。

(三)禁止畜养动物

除上文所述禁止时人猎杀动物、地方捕贡动物外,北朝时期亦严禁皇宫内外畜养鹰鹞等猛

禽。《魏书·孝文帝纪 (上)》载:“诏禁畜鹰鹞,开相告之制。”[3]141明令禁止畜养鹰鹞,并提倡

相互检举揭发。其后,又 “罢畜鹰鹞之所,以其地为报德佛寺”[3]148,试图以此根除宫廷内部畜

养鹰鹞之习。此后,帝王禁止畜养鹰鹞的诏令多有颁行。孝静帝时期诏令 “后园鹰犬,悉皆放

弃”[3]305,齐文宣帝时期亦 “诏公私鹰鹞俱亦禁绝”[7]63,齐后主时 “又诏禁网捕鹰鹞及畜养笼放

之物”[7]102。与此同时,北朝时期还诏令将圈养于苑囿之中的野兽放归山林。《魏书·孝明帝纪》

载:“(熙平元年,516年)庚午,诏放华林野兽于山泽。”[3]224魏前废帝时亦诏:“禽兽囚之,则违

其性,宜放还山林。”[11]162至周武帝 “宕昌遣使献生猛兽二,诏放之南山”[5]68。北朝时期禁止畜养

并放还野生动物的诏令,对动物资源无疑也起到了保护作用。

三、生态保护诏令的特点

通过上文对于北朝时期林木资源和动物资源相关诏令的梳理,不难发现,此时生态保护诏令

具备以下三方面的特点。

其一,北朝时期的生态保护诏令具有不稳定性。北朝起自公元386年魏朝建立,终于公元

581年周朝禅代于隋,历时近200年。其间政权更替频繁,战乱纷争不断,动荡的政局必然导致

政令的相对不稳定。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诸政权统治时期,除均田令外,其他生态保

护诏令无不时设时废,难以连续、有效地执行。即便同一帝王在不同的执政时期,其对于林木资

源和动物资源的保护态度也不尽一致。如上文所述,历代帝王多有罢停工程以节省材木之诏,但

这些诏令却收效甚微。北朝实为中国古典园林的繁荣时期,帝王、宗室、官僚多热衷于营造园

林,与之相应,皇家园林、私家园林与寺院园林数量众多且规模宏大。以宣武帝为例,尽管早期

曾 “以戎旅大兴,诏罢诸作”[3]201,但其在洛阳城内便营造了瑶光、景明、永明三座寺院,其中

瑶光寺 “尼房五百余间,绮疏连亘,户牖相通”[11]46,景明寺 “山悬堂观,光盛一千余间”[11]132,

永明寺亦 “房庑连亘,一千余间”[11]235,修造规模如此宏大的寺院,耗材数量必然不在少数。又

·401·

常 州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7年

江苏省地质测绘院印刷厂 \DZ19\D\孙桂云\常州大学学报(社科)\2017\第4期 5校样 排版:孙桂云 时间:2017-07-31



如禁止捕贡动物,孝文帝时已 “诏罢诸州禽兽之贡”[3]146,即停罢各州向宫廷进献野生动物,而

孝庄帝时又 “诏近山郡县捕虎以送”[11]161,下令临近山地的郡县抓捕猛虎送往华林园以供赏玩,

至此,孝文帝禁止捕贡动物的诏令也成为一纸具文。北魏宣武帝的大兴土木,以及孝文帝、孝庄

帝对于捕贡野生动物先后发布的截然不同的诏令,足证此时生态保护诏令的不稳定性。

其二,北朝时期的生态保护诏令以维护政治安定为目的。“维护专制王权是我国古代森林资

源保护立法一脉相承、经世不变的宏观价值取向。”[13]涵盖了林木资源、动物资源的生态保护立

法亦不例外。尽管北朝时期颁发了一系列生态保护诏令,但此时的统治者对于林木与动物资源的

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并无深刻的认识,北朝帝王颁发诏令的主观目的往往在于维护自身的统治。

如战争之中严禁采伐百姓树木的诏令,多颁行于王朝建立伊始或领土扩张之时,其目的在于安抚

百姓、邀买民心。而均田令与劝课农桑等诏令的发布则旨在改善民生、发展经济。又如宣武帝永

平二年 (509年)“帝以旱故,减膳彻悬,禁断屠杀”[3]208,齐武成帝河清元年 (562年)“诏断屠

杀以顺春令”[7]90,周武帝保定二年 (562年)亦 “禁屠宰,旱故也”[5]66,可见其时禁止屠杀也是

统治者因迫于形势所采取的缓解旱情、顺应时令的应急措施。至于鼓励栽植庆功树以及禁止捕

贡、畜养动物等诏令,则不失为帝王提高其政治威望的有效手段。尽管如此,北朝时期的生态保

护诏令客观上还是起到了保护林木资源与动物资源的效果。

其三,北朝时期的生态保护诏令属义务本位的律法。所谓义务本位,即以义务为法律的中心,

法律内容主要为禁止性规定和义务性规定,目的在于对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设定不同的义务,以维

护身份秩序。中国古代 “对环境及资源的保护不是以保护社会成员的环境权利为内容”[14],综观此

时的生态保护诏令,“主要以禁令的形式予以颁发,是对人的行为的某些消极性的评价或限制”[13]。

如上文所述,北朝时期的生态保护诏令具体表现为禁止在帝王陵墓附近地区采伐林木和耕种土地、

禁止于规定时间外行火燎野、禁止大兴土木耗费材木,禁止畜养鹰鹞等猛禽,农民在规定期限内不

能完成植树任务,则要收回被授予的土地,对于不能勤劳农桑者,也要受到严格的惩罚,等等,可

见这些诏令无一体现社会成员的权利,均为对社会成员禁令或义务的要求。可以说,“诏令是我国

古代森林资源保护立法的主要形式,鲜明地体现了义务本位的价值取向”[13]。

四、结语

综上所述,北朝时期颁布了诸多生态保护诏令,主要涵盖了林木资源保护与动物资源保护两

个方面。此时生态保护诏令的颁发,主要集中于孝文帝时期,这与当时推行的汉化改革不无关

系,此后历代帝王承袭效仿,逐渐形成了北朝时期生态保护诏令体系。这一时期,对于林木资源

的保护主要涵盖了禁伐林木、森林防火、节约用材以及鼓励栽植经济林、行道树、墓树与庆功树

等方面。与此同时,对于动物资源的保护则主要表现为禁止猎杀、捕贡以及畜养动物等诏令的颁

行。北朝时期,无论林木资源抑或动物资源的保护诏令多具有不稳定性,其颁行的主观目的在于

安抚百姓、发展经济、提高威望以巩固自身统治,此时的生态保护诏令属于义务本位的律法。

然而,由于北朝正律之中鲜见生态保护的相关规定,处于 “法自君出”“言出法随”的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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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帝王诏令自然成为此时生态保护立法的主要形式。同时,禁伐林木、森林防火以及鼓励植

树等生态保护诏令也对后世王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生态保护法律日益健全和规范。《唐

律疏议·杂律》载:“诸于山陵兆域内失火者,徒二年,延烧林木者,流二千里。”[4]433可见唐代

林木保护与森林防火的相关律法即为北朝时期生态保护诏令的继承和补充,北朝时期生态保护诏

令对于改善生态环境、完善生态法规的重要意义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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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iscussionaboutEdictsofEcologicalProtectionintheNorthernDynasties
ZhaoYanxu

Abstract:IntheNorthernDynasties,aseriesofedictsofecologicalprotectionwerepromulgated,

mainlyconcerningforestvegetationandanimalresourcesprotection.Bypromulgatingedictsof

prohibitinglogging,preventingforestfire,savingtimberandencouragingtreesplanting,objec-

tivelyforestvegetationwereprotected.Atthesametime,edictsofprohibitinghunting,prohibi-

tingtributesandkeepinganimalsalsoprotectedanimalresources.Althoughedictsofecological

protectionintheNorthernDynastieswereunstable,thesubjectivepurposewastosafeguardthe

politicalstabilityandtheybelongedtothelawofobligation,theseedictswerestillthemainform

ofecologicalprotectionlegislation,andofgreatsignificancetotheprotectionandimprovementof

ecologicalenvironmentintheNorthernDynasties,aswellasthepromulgationandenforcementof

environmentalprotectionlawsoflatergenerations.

Keywords:theNorthernDynasties;forestresources;animalresources;protection;ed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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